
认同与重构：民族地区移民群体身份与认同变迁历程

——基于宁夏芦草洼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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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移民扶贫开发史上，芦草洼移民群体按照故乡地名重新命名的“他乡”创造了一种共享的“精神家园”，

成为芦草洼移民群体回忆故乡泾源老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人口的迁移和时空的置换致使移民群体角色的多重身份

开始形成，并在其演化的过程中随着不同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转换。移民群体所居住的“芦草洼”深刻体现了

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流动性和交互性，阐释了多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民族关系结构是移民群体地域认同的双重载体与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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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文化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移民在来

自“故乡”的我与置身于“他乡”镜面之间不断徘徊与审视自己，问询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

哪里去？这是一个调适和实践的复杂过程，是新旧身份不断转换的微妙过程，在移民的嵌入和融入中，新旧

身份所形成的不断调适与实践的共同体，从而创造出“新的联结和归宿的象征模式”［1］。近十年来关于政策性

移民的身份认同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主要涉及水库移民［2］、工业移民［3］、三线移民［4］和南水北调移民［5］

等不同研究对象。从研究领域上讲，主要集中于社会心理学和民族社会学，从社会性别视角、民族志和田野

调查的方法等分析生态移民的身份认同［6］［7］［8］［9］，其中涉及芦草洼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有关研究较少，主要有

马建福［10］和祁莉霞［11］。

人口迁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即使是对乡土情结浓厚的中国人来说，背井离乡也司空见惯，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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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不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空间，人们总是在流动中慢慢远离家乡，建设新家的同时培育着新的认同。”［12］芦

草洼移民群体从西海固山区迁移至银川北部平原，在新的生存空间下，从一种较低的、传统的生计方式转向

一种附加值更高的生计方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等与移民切身相关的实际问

题，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她们独有的历史记忆、形成的地方记忆与群体意识关系以及“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我将去向何方？”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步接受和平衡因人口迁移因素所带来的心理期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使自我和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避免移民群体存在感的不断消匿，而其身份认同也在

不同的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变化，呈现多重性、层次性和不确定性。

一、泾源山里人：拥有“历史记忆”的移民群体

为什么说泾源山里人是拥有“历史记忆”的移民群体？这源于百年前陕西回族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活动。泾源人是宁夏西海固山区的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是以“历史记忆”认同维系着的一个突显地域性与

民族性的双重属性的群体。文化的认同主要是基于群体成员有着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等先决条件，

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是基于该群体成员的共同性历史记忆（或者是经历）。那么，一个地域群体的形成与变

迁也遵循着这些法则。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

延续性……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13］。目的在于明晰“我是谁”，我有怎

样的过去，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之间维系着怎样的情感？

（一）族源里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景之中，“人口迁移”成就了移民群体重要的历史记忆。在田野调

查中笔者按照第一代移民、在吊庄出生、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的安排进行访谈，以便了解不同代际移民之

间对于族源里的“历史记忆”有怎样的认识。

问：“你知道你们祖上是从哪儿迁来的？”

甲：“咋说呢，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是一段过去的历史。”（YDL，兴泾镇惠台村，45岁，移民，

2021-07-02）
乙：“听我妈说，我们是逃难逃到这儿，至于为啥，就不知道了。”（LXX，兴泾镇兴盛村，38岁，

2021-06-29）
丙：“从搬迁时我就到吊庄工作，已经近四十年了，从土地测绘干到民族工作，我是通过读书知

道的，在上学的时候看过《民国化平县志》，还看过《东望长安》的小说。”（HJH，良田镇园子村，60岁，

2021-07-05）
当笔者提及陕西回族因何原因迁移至泾源县时，人们往往缺乏清晰的记忆。一说是逃难至此，一说是被

赶到此地，还有少部分人不知道原因。移民对于“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县的说法另有看法。其中的缘由有

二：一是人们对于历史记忆是模糊不明的，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县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记忆模糊，这时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作为真实的历史进行叙述；二是“记忆”理论探

讨的是建构中的“历史”，既有选择性记忆，也有结构性失忆。笔者并不想讨论陕西回族迁移至泾源的原因，

而是借此探讨移民对于这种地域的身份是否认同？为此，笔者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表1，表2）。

表1 您听说过有人去陕西渭南寻根的事吗？

选项

人数（个）

百分比（%）

听说过，很清楚

42
28%

听说过，但不是很清楚

89
59.3%

没听说过

19
12.7%

合计

150
100%

表2 您认为百年前祖籍地（陕西渭南）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有很大关系，因为知道自己根在哪里，很激动。 21 14%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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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可以知道自己民族和家族的历史，很高兴。

一般，说不清楚。

关系不大，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无所谓。

合计

34
45
29
21
150

22.7%
30%
19.3%
14%
100%

态度 人数 百分比

由上可知，大部分移民听说过有人到陕西渭南寻根的事，只有 12.7%的移民表示没有听说过。事实上，芦

草洼移民与陕西回族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从访谈中了解到，移民获取自己的祖籍地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来

自父辈的口耳相传和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换言之，对于陕西回族地域身份认同主要是源于移民对族源的

历史记忆，集中地反映在人们寻根思想意识深处，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经常使用这一身份，所以移民

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具有内在性和潜隐性。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并不总是处于我群或他群的身份选择与

认同选择的具体情境之中，但由于其后来所处的更高层次、更为精细化的社会化过程赋予了个体更多的身

份，对于个体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其他身份，使得群体意识成为一种潜隐的身份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始终存在

于个体之于自我身份的认知整体之中，并在认同的情境中呈现，目的在于维系这一文化的亲和性。

（二）地名里的“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情感体验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14］地名作为文

化符号的一部分镶嵌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

怀的称谓”［15］。地名和移民的关系最显著的是移民把旧地的地名搬到新地［16］73，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特征，蕴

含着少数民族心理的真实情感，再现了芦草洼移民群体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历史。“一个民族迁到一个

新的无人区时也会带入原来的老地名。”［17］4移民群体以复制故乡的地名来标志被“迁移”安置的“他乡”，目的

是通过复制家乡的地名展开在“他乡”的“故乡”，并以此让我们看到一个在地域上被割裂的群体是如何构建

其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从侧面阐释了移民群体如何通过移民地的重新命名来塑造“寻根”的事实，从而达

到凝聚新的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的目的［18］96。

“泾源县现在的一些村名，来历基本上沿用陕西原籍时的旧村名，缘于三个原因：其一，表达当时人们对

祖籍的怀念之情；其二，由于当时被安插到泾源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的村子叫什么，就起旧名；其三，从陕西

来的移民在原籍时同姓基本上是一个村子的，到泾源后又被安插到一个村，当时陕西原籍的村名叫什么，现

在泾源的村民就叫什么。……十里滩（泾光）来源于同州沙苑十里滩，大多数人姓伍、吴、常等……大园子、小

园子村来源于大荔县沙苑回族36村。”［19］546

芦草洼地名承载着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与个体表达。“地域认同首先是对一个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的群体

身份的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与群体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比如通常人们对于家与家族的概念、族源地与徙居地的

历史记忆等。”［20］43如芦草洼移民群体的地域认同，就缘于迁徙地的历史记忆。地名留下了移民的历史踪迹，从

一些移民聚居地的命名里可以看出其与原乡的联系［21］274。对芦草洼吊庄的很多村落的“命名”如今仍然沿用其

在泾源县老家的地名或村名，人们虽然不囿于老家的“同族成村”，但依然围寺而居，保留浓厚的泾源乡音和故

乡的饮食生活习惯，如兴泾镇的“兴盛村”，其名字来源于泾源县兴盛乡。这种复制地名的想象说明，移民群体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缺乏耕地等原因而无法生存，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实现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置换，携带生

存空间的地名符号，将地名这一符号进行移植，从而在移民群体的移居地复制出另外一个“家乡”（表3）。
表3 芦草洼移民群体迁入地、迁出地及历史寻根地名调查表

十里铺村（兴泾镇） 十里滩 原陕西同州府沙苑十里滩

现在的村名 泾源县老家地名 历史寻根：沿用原籍地名

续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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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村（兴泾镇）

惠台村（兴泾镇）

兴盛村（兴泾镇）

涝池村（兴泾镇）

园子村（良田镇）

黄花乡

惠台乡惠台村

兴盛乡兴盛村

涝池乡

香水镇园子村

吴忠金积堡

原籍陕西邠州（今彬县）白吉塬（今北极镇）

陕西王阁村

陕西九社

大荔县沙苑回族36村

现在的村名 泾源县老家地名 历史寻根：沿用原籍地名

（资料来源：根据拜学英《泾源回族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及笔者田野调查整理所得）

（三）方言里的“历史记忆”

斯库特纳博—康格斯说过，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认同，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既是文化与

认同的载体，又是认同的标记和其实现的途径。人们通过语言与其他群体保持距离。因此，语言不仅成为群

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媒体，更是作为区分“圈内”“圈外”的工具。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我们是谁，二是我们在与

谁说话。语言会帮助我们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确定、调整和维护彼此的关系［22］96。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除符号系统和交流特性以外，还有“身份认同”的特性，主要集中于地域、社会、群体、国

家认同等方面，因为他们是说话人认同中较为稳定的内容，构成其认同的主体。泾源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内

的中原官话［23］363，细分下去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区。这与泾源县是移民之地有关。“形成方言的主要因素，一

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共同体的改变。一是不同群体发生接触、影响。这两条因素促使一种语言内部发生变化

不一致，产生不同的变体与分支。”［24］6-7清同治元年以前，泾源县境内均为汉族，后由于陕西回族人口迁移至

此，县境内才有回族之始。

“左宗棠把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著汉民强行迁徙到相邻的平凉、华亭、固原、隆德等地”［19］110-111。于是泾源县

境内的“汉民有的是原来当地的老户，有的是从固原、平凉迁来的。大部分务农，住在黄家凹（北边）和官庄

（西北）二村；在城内和北川的汉人是经商的。县内回民绝大部分是从陕西各县迁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

秦安、莲花城迁来的。从陕西迁来的是临潼、渭南、大荔、蓝田、邠州各县的回民，其中以临潼和渭南的为最

多”［25］442；“开泾源县回族之始”［19］1。

因此，泾源县回族大多是移民群体，而泾源方言的形成也与移民息息相关。泾源方言的形成和陕西回族

方言有明显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泾源方言秉承陕西关中方言，正所谓一脉相承，密不可分，所以笔者听到的

多是“秦地之音”。方言具有辨识祖籍地的明显特征，故在地域群体认同中十分重要。方言不仅是地域群体

认同的主要外观标志符号，而且是表达与维系情感的符号纽带。用方言交流，不仅传达信息，还交流同乡同

族情感。方言的区隔性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壁垒，增强了方言区内群体的一致性，形成内群体认同。在身处异

乡的泾源人眼中，方言如同家乡的一个缩影和烙印，体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随着小城镇化和市场化不断前

进的脚步，人口迁移与新媒体的资讯环境正在改变传统的方言共同体的存续方式。关中语、泾源方言在芦草

洼不仅是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语言，也成为芦草洼人的文化标识，是芦草洼人方言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田野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移民（超过 90%）具有明显的地域群体认同意识。这些人祖籍特征明显，关中话（后为泾

源方言）特征明显，母语关中语自然而然地成了移民自我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可见，移民方言认同是附着

在祖籍地认同和亲缘认同之上的标志性符号认同现象。一定地域的方言始于社会发展、政治变动、人们活动

范围、社会经济活动往来密切相关的，是一定地域民俗风情、戏曲宗教等文化形式的生动表达。［26］320

综上，“认同也是群体性社会文化‘空间’想象的产物。这个空间不一定就是具体可感的地理空间，也可

以是一种群体文化‘心理空间’的社会建构”［20］43。移民群体及其后裔迁移到其他地方后，他们之间看似没有

直接联系，但并不表示没有间接关联。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每时每刻地发生着联系，如共同的历史记

忆、复制相同的地名、未改的乡音等，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并没有时间的阻挡和空间的距离感。移民与迁徙

续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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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关系，其本质是在于共同的文化身份或是一种心理空间的共同想象。这种基于共同体想象的体悟，更多

的是出自共同享有的族源、地名、方言等文化载体的参照，其追求的目标是共同性多一点、差异性少一些。芦

草洼移民群体现实的空间就是移出地百年来两次较大的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参照，从中为我们建构了历史

记忆中的“共同体”。

二、芦草洼吊庄人：拥有“集体记忆”的移民群体

由于情感上的原因，“芦草洼吊庄人”一词已沉寂于公众意识深处。污名是移民群体“在地化”过程中常

见的现象。由于芦草洼移民群体农本与劳务生计中的亲缘、地缘和族缘性，定居于芦草洼的移民大多有亲

属、同乡关系，通过联姻、认干亲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移民群体的姻亲关系。此外，移民群体的身份、相同的

生计方式中的互帮互助，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天然关系。因此，芦草洼吊庄内部形成了守望相助的具有西海

固地域特征的氛围。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行为不当极容易演变成集体行为的矛盾，从而对移民群体产生歧视

与偏见。田野调查显示，在芦草洼移民吊庄迁移时期，西海固山区回族与周边川区回族、川区汉族之间存在

相互污名化现象。事实上，芦草洼吊庄污名化是移民群体与银川周边原住户群体间地域文化差异在一定情

境下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移民迁移初期，芦草洼移民与银川周边地区老住户的污名互动中形成

了认同分类，污名互动表面上制造了社会的疏离，但实际上强调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入与共存关系，其

对移民群体完成在地化和身份认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芦草洼污名的产生

克里弗德（Clifford）认为，移民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化”，它包含着“连续和断裂、本质和变迁以及同质

和差异的历史性对话”［27］。移民群体既是人口迁移的受益者又是身份认同的受害者。他们作为城市廉价

的劳动力的从事者，本身还承受着很大的身份或者地域污名。“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某种令人‘丢脸’的

特征，这种特征使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的身份’。”［28］封面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诸如身份或地域污名等现象

日益突出，芦草洼移民群体的污名属于地域污名。地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

一种地域认同的习惯即人的身份只有和地域相联系才具有稳定性，地域是人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谁”是芦草洼吊庄移民？芦草洼吊庄移民主要来源于西海固山区的泾源人、同心人、海原人、西吉

人或是从外省（甘肃省、陕西省）迁移过来的平凉人和陕西人等。这些在芦草洼土地上艰苦奋斗过的人，都

是芦草洼吊庄移民群体的一员，是这一地域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话语被

视为一种象征性行为，这种话语的指向性十分明确，而且话语中透露出某种动机，久而久之，这种话语建构

出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反过来也会赋予话语特定的意义。”［29］西海固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话语”，为

其贴上了污名的“标签”：

最初来到芦草洼，两眼一抹黑，那时候，川里人根本瞧不起咱们，说咱们山里人是‘山汉’，野得

很，不能招惹。还说咱们西海固人懒得很，整天蹲在那里闲谝，全靠政府的救济款。（MHW，兴泾镇兴

盛村，53岁，2021-10-11）
这是银川北部川里人对西海固山里人的描述。“懒惰”俨然已经成为芦草洼移民群体最突出的污名标签。

事实上，山区贫困群众中有这种思想的人只占一小部分，然而人们在叙事时却有意地夸大事实，以致受污名

化叙事的影响，认为来自宁夏西海固山区的移民群众普遍具有这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这是移民群体未搬

迁之前所形成的污名化标签。20世纪 80年代初，由于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才有了最初的芦草洼移民。

当时人们一心只想着“移出去”，但忽视了如何在这片西沙窝里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搬迁过程十分艰辛，

移民群体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做出一些违法行为。在吊庄移民村建立之初的几年中，包

兰铁路成为少数特困移民群众的“粮仓”和赖以维系的生命线：

那时，但凡货运列车经过吊庄火车停靠点，总会放慢速度或停留片刻。在货运列车减速、停留

的间隙，有人会冒着危险扒上火车，偷偷卸下煤块子和化肥。周边的老住户经常以嘲讽的口吻对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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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贬损，称芦草洼是“贼窝窝”。（WLS，原兴泾镇兴盛村村干部，54岁，2021-06-26）
移民搬迁至芦草洼，自建房屋是一大笔开支，当时的土地还没有改良过来，也没有赚钱的门路，生活十分

困难，移民就开始想办法到周边打工挣钱。除了到银川周边打工，芦草洼移民群体主要是到平吉堡农场打

工。到平吉堡农场干活大概要走八公里的路，走路需要一个半小时多一点，真正是沟沟渠渠、东拐西弯走到

平吉堡去“干活”，其中少数移民为生活所迫开始以偷盗自行车为生，给银川周围老住户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

象，将“吊庄人”与“偷车贼”互为联系，冠以“贼窝窝”的污名。由于周围老住户对西海固移民群体原有“懒惰”

的刻板印象的固化，甚至夸大移民个体的不端品行和人格，从而表现出符号性歧视的排斥行为，这是移民群

体人口迁移时期所形成的污名化标签。

在移民研究中，本地人和移民之间都包含了大量的污名他者的内容，如移民常被本地人赋予污名称谓，

而本地人也避免不了被移民污名。诚如夸梅·阿皮亚（Kwame Appiah）所言，在社群互动中存在一种敌对动力

学，即使社群之间表现出分裂状态的时候，他们仍然是统一的整体［30］92。这同时也印证了在中国社会，外部观

念的产生使得污名互动的各方在“正当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构想”下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

（二）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认同

芦草洼吊庄人是指从西海固山区搬迁至芦草洼川区的以泾源县回族为主体的移民群体。在这一身份构

建的过程中，国家主体性话语体系起到主导作用。换言之，国家主体性话语是“芦草洼吊庄人”身份建构的最

为重要因素。国家主体性话语的表达在芦草洼移民群体中具有十分强烈的“改造”意识。“人们的意识，随着

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1］291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

反贫困意识的逐渐形成，促使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宁夏吊庄移民、扬黄灌溉工程移民、易地

扶贫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移民、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等都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紧密相连。“走出大山，

脱贫致富”成为移民向往美好生活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最高期望，国家以现代化实践行动逐步消解、统一、整合

落后的生产体系和小农意识，经济开发区、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建设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表达成为社会

主流。只有这些具有现代化的表意实践才是移民选择的正确道路。面对国家移民政策带来的诸多实惠，移

民的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移民又是一种‘窃喜’、迎合的心态，囿于贫困条件下的移民，对国家‘恩赐’

不得不进行暂时的妥协，移民既依赖于国家政策带来的各种资源，进而表现出对生态移民的认同，又感触于

背井离乡带来的社会不适，进而表现出对生态移民的抵制，这种既外在于‘国家话语的顺从’，又内在于‘民间

话语’的抗争的矛盾心理，反映出移民被话语‘束缚’后的行为特征。”［32］由此可知，“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

是移民被动获得的，既是国家主体性话语赋予其这一官方身份，也是移民有意识地接受这一身份。

对于搬迁到芦草洼吊庄的首批移民来说，“集体记忆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是他们对自我

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因为有着对过去艰苦创业的清晰记忆，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是这片土地上的开拓者

和主人翁”［3］。作为亲身经历并参加芦草洼吊庄指挥部建立、吊庄搬迁与属地化管理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老一

辈移民，他们对往昔的岁月充满着深深的眷恋之情。“昔日芦草洼，荒芜无人家。风吹沙石流，地面草不生。

今日芦草洼，灯火照万家。机器隆隆响，沙滩变绿洲。”可见，“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在移民搬迁初期是普

遍被移民接受与认可的：

1985年，我知道政府要动员一部分人，搬迁到银川搞开发，帮助我们这里的人脱贫致富，我就带

着妇儿（媳妇）卷起铺盖儿来到了芦草洼。当时政府分给我两间房和 6亩地，生活靠政府供应粮接

济。起初，日子苦的就想回老家，想老家的山山水水，但一想到在老家靠吃窖水或走很远的路担泉

水的困难日子我就退缩了，再一想芦草洼能方便喝上甜水，就又坚定了留下来的信心。我和媳妇儿

在种地的间隙还出去打零工。我在建筑工地管灶，媳妇子在平吉堡农场帮人除草，我们两个当时的

月收入600元呢。这样一干就3年，1988年盖了3间砖房。我觉得我来对了，是芦草洼吊庄让我有了

梦寐以求的像样的家。（MEF，兴泾镇泾华村，51岁，2021-07-09）
移民对“芦草洼吊庄人”这一地域污名的事实在 20世纪 80年搬迁初期是毫无意识和防备的。搬迁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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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所需要的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原始本能，即在芦草洼安身立命，对于偷盗这一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对其声

誉有不利的影响、是否会影响移民后期的社会交往，少数困难移民已无暇顾及，而真正引起移民群体对这一

身份的警惕始于移民生活安定后与银川周边群体发生社会交往时，移民往往能切身感受到银川当地人对芦

草洼吊庄人的偏见，进而影响到移民群体融入银川本地社会：

我到西夏区人民医院去看病，大夫问我是哪的？我就说我是镇北堡的，不敢说我是芦草洼的。

你不知道么，前两年太穷了，我们吊庄有人开始偷自行车，经常坐出租车不给钱，把名声搞毁了。现

在出去办事情，人一说我是芦草洼的就不搭理我们，受人嫌弃的。（YGL，兴泾镇西干村，58岁，2021-
07-12）
综上，在芦草洼吊庄搬迁初期，面对国家移民政策带来的实惠，对“芦草洼吊庄人”这一身份的获得是普

遍接受与认可的。从客观上讲，经过搬迁的过渡期后，生活大为改观，移民开始大量进城务工，加强了与城市

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高度的文化自觉①不断促进着移民与周围本地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适应周边的

社会环境。泾源山里人与川区人、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体系互相接触与碰撞，客观上促进了彼此之间发

生交集的可能性。但由于已经被污名化的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芦草洼移民之间开始抱团，与银川老住户产

生隔阂，间接地隔离了移民群体与银川市周边群体之间来之不易的联系。移民群体自身对“芦草洼吊庄人”

的身份认同，已经从最初的普遍接受与认可转换为难以启齿的消极与隐匿，从而影响了芦草洼人融入银川这

座城市的步伐。因此，移民群体融入城市的本质是其身份认同与重构的过程，而突破融入城市的囹圄则在于

重新构建身份认同。

三、属地化银川人：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重构

2000年，芦草洼吊庄行政区划发生改变，开启了移民属地化管理的新世纪。移民群体难以继续维持“泾

源人”原生型的认同和已经被污名化的“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认同。那么，芦草洼移民面对属地化管理后

“银川人”身份的新标签，他们如何看待和接受这一身份？对于这一新身份是否认同？

（一）走出边缘：“银川人”新身份的标签

2000年 9月 15日，芦草洼吊庄由泾源县正式移交到银川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芦草洼移民群体的身份

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吊庄移民变成银川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问道，芦草洼吊庄划归属地管理已经 20年了，

您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银川人了？

笔者与甲、乙、丙三位移民对话：

甲：那不是的，我们说话与银川人不一样，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们是泾源的。

乙：我爸爸是 1984年过来的，我在牙牙学语时随父母迁来吊庄，我们长在吊庄，读书上学在吊

庄，虽然芦草洼已经划归银川市了，但我觉得我还是三村（兴泾镇泾华村）的。

丙：我们吊庄因为穷曾经把名声搞坏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在这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苦干出

来的，人怎么能忘本呢。

可见，移民群体对泾源人的身份和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难以忘怀。尽管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曾一度影

响了移民本身和银川市老住户对其原有的认可，但是移民群体对这一身份的认同并没有随着吊庄由泾源县

垂直管理变为银川市属地管理而发生急剧的改变。笔者于 2021年 6—7月份分别在兴泾镇（兴盛村、十里铺

村）、良田镇（金星村、园子村）4个移民村就“您觉得现在自己到底是哪里人”这一问题进行无结构性访谈，访

谈人员120人，每村30人（表4）。

表4 您觉得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泾源人 5 5 7 7 24 20%
身份地点

十里铺村
（北三村）

兴盛村
（南三村）

金星村
（包兰铁路附近）

园子村
（原芦草洼六村）

合计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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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草洼吊庄人

银川人

说不清楚自己是哪的

3
18
4

4
16
5

2
16
5

3
15
5

12
65
19

10%
54.2%
15.8%

身份地点
十里铺村
（北三村）

兴盛村
（南三村）

金星村
（包兰铁路附近）

园子村
（原芦草洼六村）

合计 比例

本次访谈表明，有 54.2%的移民认同自己是银川人的身份，20%的移民认为自己是泾源人，10%的移民认

为自己是芦草洼吊庄人，还有 15.8%的移民不确定自己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出有百分之五十多的移民认为自

己是银川人，但仍然有近百分之五十的移民对新身份认知和认同出现了偏差，对自己“银川人”的身份不予认

同。可见，芦草洼吊庄行政区划的改变并没有主动带来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完整转型，他们并不具备完全融

入银川市及享有银川城市人应有权利的条件。在研究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时，要考虑到移民所处的社会环

境、生产生活条件及移民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因此，属地化时期移民群体的新身份认同问题的分析，应置于

行政区划改变的大环境背景下，分析移民生计方式等方面的变迁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从社会记忆理论、

“污名化”标签理论解释移民群体对新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原因。

（二）移民群体身份认同出现偏差的原因

“严格地说就是我们的认同规定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和选择的性质差别的空间……那么人们将得到一个

更令人担忧的分裂形象。实际上，我们将认为这种人处于深刻的混乱之中。”［33］37-42换言之，认同危机的出现将

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对芦草洼移民群体而言，为什么会对银川人新身份的认同出现如

此偏差呢？

1.银川人新身份标签并未使移民群体获得与之匹配的原住地居民的待遇

身份是个体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重要标志，一定的身份总是与“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

和行事规则”系在一起［34］4。拥有一定的身份意味着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芦草洼吊庄行政区划的改

变虽使移民群体获得了成为“银川人”新身份的标签，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银川市郊区人民政府呈文市人

民政府《郊区人民政府关于芦草洼地区教师集体罢课反映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分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是吊庄正式移交后的教师进档工资泾源县没有兑现，二是要求享受艰苦地区津贴，三是享受和属地教职工

同等工资待遇。随后由于郊区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教职工的诉求得到了切实回应，吊庄学生已于 8月 30日恢

复正常教学秩序。这一事件反映了芦草洼移民群体与属地化管理后郊区政府的一次博弈，也从侧面表明了

走出大山的移民群体对于芦草洼吊庄属地化后对于“银川人”新身份的迫切希望与认同。2001年 12月 22日，

《银川晚报》的一则消息也充分印证了芦草洼吊庄人对于建立这种“银川人”的心理期望：

《银川晚报》报道昔日的“吊庄”户今日的银川人的创业致富先进事迹。复员军人丁林光冲破世

俗干起了裁缝，卖油郎于长生拥有了榨油坊，禹会龙、禹彩霞夫妇经营服装店，赵武全靠卖辣面子起

家。吊庄名称成为过去，吊庄人的穷困和窘迫也成为历史。自归属银川郊区管辖之后，“吊庄”人又

多了一分自豪，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式的银川人了。

属地化后移民群体获得了银川市居民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与银川原居住地居民存在一定的差距。从

身份证来看，移民群体已成为银川市居民的一分子，但在身份证背后却隐藏着不平等的待遇，造成了移民获

得的银川人身份与原住地居民待遇不匹配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移民群体对于新身份的认可。从客观上讲，银

川原住地居民对待芦草洼移民群体存在着歧视和偏见，仍将其看作是西海固“山里人”、看作是“芦草洼吊庄

盗车贼”，无论是身份认知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于银川市原住地居民：

2000年以后，我们吊庄交给银川市管了，终于觉得自己现在成了银川人了。但越往后越感觉银

川人还是把我们当芦草洼吊庄人看。（YXH，良田镇园子村，52岁，2021-08-05）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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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群体的乡土记忆与集体记忆会影响移民群体对新身份的认同

对于芦草洼移民群体来说，芦草洼吊庄的形成与艰辛的开发建设历程，使其多少保留了原来作为“泾源

山里人”和“芦草洼吊庄人”的乡土记忆和集体记忆。移民对于银川人新身份的重构与认同，都无法脱离过去

“地方性知识”的身份经验和芦草洼土地开发建设中的身体感知。“我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

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35］221因此，芦草洼移民对于新身份的认定，自然而然回到过去的“自己”的

记忆当中，而移民群体记忆中抹不去那份融入血脉深处的乡土经验和刻骨铭心的身体感悟，支配着他们的日

常生活实践，形成他们的惯性行为模式。从田野调查来看，第一代移民虽然住进了和城里一样的楼房，但有

的还是在继续种地养牛，没地的就到兴泾镇南三村的地头上转转。有的老移民回想起自己刚来芦草洼进行

农业开发建设的情景：大家一起住地窝子、一起辛苦搭建土房子、一起学习修渠灌水、一起平整田地。这些点

点滴滴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怀。“他们过去有什么，他们过去是什么，都成了他们

的认同。”［36］65可见，移民群体的新身份认同深深地打上了他们过往生活的烙印，正是乡土与集体记忆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对“银川人”这一新身份的认同：

我在泾源老家时，“靠天吃饭”，干的是山区的农活；搬迁到芦草洼，干的农活是“靠黄河水吃

饭”，干了一辈子农活，现在条件好了，娃们让我享福就不让干农活了，我也没感觉到现在变成银川

人，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泾源县搬迁过来的“吊庄人”。（DLG，兴泾镇泾华村，49岁，2021-07-09）
3.整体搬迁的易地安置方式和污名强化了移民群体是不同于“银川人”的另类群体

芦草洼吊庄是 1983年国家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后，针对一些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一方水

土养不了一方人的特困地区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开发形式。吊庄移民属于整体搬迁、易地安置和集中居

住，有如下特征。第一，芦草洼吊庄成片开发建设，呈相对独立和封闭之势。搬迁之前的泾源县属于“文化孤

岛”。迁移之后，芦草洼移民群体生活在银川市西南近郊区内，与城市居民小区相距较远，成为地理位置上相

对独立的文化“飞地”。第二，芦草洼吊庄原为一片西沙窝，无基础设施，所有配套设施都在移民群体迁移来

之后，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起芦草洼的一砖一瓦，目前居住区的各项配套设施依然不健全，很难在短时间内

得到根本改善。第三，芦草洼吊庄建设之初，人员流动复杂，社会管理较差，使得芦草洼吊庄成为一种有别于

其他社区的特殊移民聚居区。第四，芦草洼常年风沙，灾害不断，农本生计不能完全解决移民群体的温饱问

题，部分移民以偷盗自行车为生。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很难让人将他们与银川市居民联系在一起，移民群体

如同被贴上了与原居住地居民不同类别的歧视标签。对于芦草洼移民群体来说，居住的地理位置、形成的文

化“飞地”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因素，将芦草洼移民与其他类型社区中的人们区别开来，形成了“我群意识”②

和“他群意识”。对于银川市原住地居民来说，他们不愿意把芦草洼移民群体纳入“我群”，接纳移民群体是原

住地居民自降身份与地位的举动。相对于移民群体而言，整体搬迁的易地安置方式和污名化结果，也会使移

民对自己的新身份产生怀疑和摇摆，也就默认了他者对自己“山里人”或者“芦草洼吊庄人”身份的看法。

（三）移民群体代际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一种包含群体意识的集体现象，是最基础的、最深刻的、最为持久的表征。在现实社会中，群

体认同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其复杂性和动态性源于它的过程性，根植于思维、行为和情感等

心理过程，不确定性源于一个基于记忆、意识、生物有机体特质、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等互动和影响下的社会

结果。芦草洼“第一代移民”是指从 1983年以来搬迁至芦草洼吊庄的移民群体。“第二代移民”是指“生于斯，

长于斯”的芦草洼移民群体。大多数第一代移民更加认同“泾源山里人”的群体身份，但有部分移民的身份认

同却徘徊于“泾源山里人”与“属地化银川人”的群体认同之间，处于“半个银川人”或“双重边缘人”的境地；第

二代芦草洼移民则呈现出对“属地化银川人”和“泾源老家人”的双重认同倾向，且对“泾源山里人”的身份认

同弱于第一代移民。这两代移民同时对“芦草洼吊庄人”身份认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和隐匿。第二

代移民由于长期脱离于泾源老家的生产生活环境，他们对乡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和陌生感，乡土认同

呈现逐步弱化的态势；与此同时，银川这座城市并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社会资源也不是平等地向其开放。与

·· 80



直接依附于土地生活的第一代移民不同，第二代移民处于乡土社会和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他们虽然对城市生

活充满期待，但缺乏乡土认同，现实的情景常常会表现出认同错位，他们生活在无法回到农村、又无法融入城

市社会的双重悖论中［37］。在田野访谈中曾问移民：您感觉自己现在是哪儿的人呢？移民笑着说，那看咋说

呢？在银川人面前，我就是金凤区良田人；在良田人面前，我就是泾源人；在泾源老家人面前，我就是吊庄人。

可见，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确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且这种多重性的叠加认同在移民群体中还具有相当

的普遍性。

对于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芦草洼移民而言，其儿童成长期和价值观的形成发展都是在银川市近郊

或者市内，他们认同自己是银川人的感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芦草洼吊庄人的后代，行政区划的改

变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造成移民身份认同的摇摆与分离，将属地化银川人身份、芦草洼吊庄人身份以及

泾源山里人身份作为独立的身份认同类型。所以，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存状

态、实现自我认同、不断跨越“边界”、不断开拓个体多种“可能性”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移民群体的“多重认

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这种认同的多重性对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移民群体，在心理发展和文化适

应上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他们在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文化适应、情感的表达以及社会认知等方面缺

乏统一的、稳定的社会认同。与此同时，相对于第二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芦草洼移民群体，第一代移民群体

对城市人的生存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羡慕。

四、结 语

移民群体在社会心理层面并非独立而统一的群体，历史记忆、乡土记忆、身体记忆、搬迁期望、城市融入

等都是制约移民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这里，历史记忆是移民群体通过父辈口耳相传的方

式，维护对这一地域群体的历史渊源、方言、地名、文化习俗以及心理认同等有关群体内部的记忆，表达了

移民群体在“他乡”对乡土不舍的离散、对“故土”心灵的皈依。对于芦草洼移民群体来说，族源、地名、方言

所标志的空间符号意义不仅强化了移民群体共同的历史记忆，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类似“芦草洼吊庄”这样

一个地域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反映出从封闭束缚的环境走向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地域认同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从“同族成村”到“杂居成村”、从家族走向“离散”、从离散走向地域共同体的过程。乡土记

忆是移民群体保留对农业生产、社会关系网等有关泾源老家的记忆与联系。迁移之前，从事农业时间越长，

乡土记忆越深厚，故土越难离，移民搬迁的阻力就越大。“山里人故土难离，县上、乡上干部动员向黄河新灌

区移民的效果并不理想”［38］。而搬迁是移民群体对移居地的美好期望，期望越高对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生存

的推动力越大。这一时期是移民迁移至芦草洼的“高峰期”，他们开始逐渐定居芦草洼，但他们很多人穿梭

于泾源县与芦草洼两头。移民群体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泾源县”迁移至人生地不熟的“永宁芦草洼吊庄”，

从封闭的大山来到一个开放的地域空间，身份上经历了从泾源“山里人”到芦草洼“吊庄人”的身份转换，体

现了外来移民群体如何适应与融入新的地域空间；地域上经历了从西海固的“泾源县”到永宁县“芦草洼吊

庄”再到属地化“银川市”的地域转变，体现了移民群体远离家乡后在新的空间中如何培育出地域共同体的

认同，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注 释：

①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

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参见费孝通《论人

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②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斯（R.N.Adams）曾提出人类社会中的“我群意识”（we group consciousness）的现象。“我群意识”又称“群

内意识”（in group consciousness），是指个人与集体的一体感。这种一体感产生自日常或者周期性接触过程中的亲缘、地缘及其

他事实，是共同的利益感、经济需要和友谊的联结以及心理上对群体的依附。参见R.N.Adams.“Ethnocentrism and in group con⁃
sciousnes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3，No.4，1951，pp.5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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